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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LUCC 的环境效应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本文

总结了近 20 年 LUCC 环境效应研究的主要成果和方法，并针对当前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讨论。该

文首先分别从大气、土壤、水、生物和人类等环境因子方面讨论总结了 LUCC 环境效应的主要研究成果，继而从大气效应、

水环境效应、土壤环境效应和综合环境效应等方面对常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作了概括。作者认为今后应加强 LUCC 的综合环境

效应、城市土地利用和城市扩张的环境效应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应重视服务于决策和管理的应用研究，提高环境监测和实验分

析的技术水平，开发和完善基于 RS 和 GIS 空间分析功能的 LUCC 及其效应模型，以更有效和精确地评估土地利用变化所

导致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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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全球环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

化，一系列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构成严重威胁。从地球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全球环境

问题的产生是地球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与

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1]。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是

地球表层系统中最突出的景观标志，也是地球上最直

接、最重要遗迹的载体。LUCC 是人类活动和自然要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是研究自然与人文过程的理

想切入点，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领域[2-3]。1990 年

全球变化人文领域计划（IHDP）第一次学术会议就把

LUCC 确定为六大研究方向之一。1995 年，由隶属于

“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的“国际地圈——生物

圈计划（IGBP）”和隶属于“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

（ISSC）”的 IHDP 共同拟定了为期 10 年的“LUCC

科学研究计划”，作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一项核心计

划。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国际上与全球变

化有关的各个科学组织和各类科学计划纷纷将 LUCC

作为研究重点。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环境

署亚太地区环境评价计划（UNEP/EAP-AP）、气候变

化政府间工作委员会（IPCC）等都确立了与“LUCC

科学研究计划”相应的研究项目；一些国家和地区， 

 

 

 

如美国、日本、欧洲共同体（荷兰、奥地利等国）等

也都分别建立了不同层次的 LUCC 研究项目[4]。 

在 LUCC 研究计划执行的 10 年间，研究内容从全

球气候变化效应扩展到不同空间尺度的 LUCC 过程、

驱动机制，以及资源、生态和环境影响等诸多方面。

除了在 LUCC 监测技术、驱动力、生态环境效应和建

模研究等不同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外，LUCC

研究在理论上也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2005 年在 IHDP

第六届开放会议上，为期 10 年的“LUCC 科学研究计

划”宣告结束。Lambin 在介绍 LUCC 计划的执行结

果时指出：全球 LUCC 不仅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而

且对全球变化的影响已达到了与自然要素对全球变化

影响的同一量级，在一些区域成为生态系统变化的主

要原因。与此同时，Aspinall 和 Ojima 介绍了 IHDP 与

IGBP 新设立的“GLP 计划（Global Land Project）”。

GLP 是在 IGBP 核心研究计划——“全球环境变化与

陆地生态系统（GCTE）计划”和“LUCC 科学研究计

划”基础上的又一项国际性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

项目。该计划主要研究陆地系统变化的原因和本质、

陆地系统变化的后果、以及陆地可持续性的综合分析

和模拟[5-6]。通过测度、模拟和认识社会——环境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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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陆地系统（即土地系统），理解地表变化的过程及其

引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 

2007 年 12 月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刊发了美

国科学院院士、克拉克大学教授 Turner，原 LUCC 研

究计划主席、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 Lambin 和现 GLP

研究计划主席、哥本哈根大学教授 Reenberg 3 人[7]共

同撰写的“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性背景下的土地变

化科学”一文，指出土地变化科学（LCS）重在加强

以下 4 个方面的研究：①对全球的土地变化的观测和

监测；②在人与环境耦合系统中去理解这些变化；③

土地变化的空间解释模型；④对土地系统的脆弱性、

弹性和可持续性进行评价。进一步强调了土地利用变

化在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性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1  LUCC 的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土地利用是在人类活动持续或周期性干预下，进

行土地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复杂社会经济过

程。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的快速推进，

人类对土地的开发利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土地覆被变化

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

土地利用实质上是土地自然生态子系统与土地社会经

济子系统，以人口子系统为纽带与接口耦合而成的土

地生态经济系统。其中，土地自然生态系统是整体系

统的基础，在形式上它表现为气候、地貌、水文、土

壤、植被、基础地质等自然生态因子在一定地域空间

内的不同组合，这些不同因子组合又通过物质能量的

交换耦合成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生态环境系统。土

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反

馈关系。一方面，土地利用通过改变地表物理和化学

特征驱动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而影响区域物质能量循

环与生态化学过程。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是土地利用

的物质能量储备库，为土地利用提供资源支撑，对土

地利用产生重要的限制作用。因此，土地利用与环境

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由于这些关系的复杂性，

对区域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不可能面面俱

到，且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多数

研究本着科学适用的原则，多选用单个或多个环境因

子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对环境因子的作

用方式与具体过程，以求从微观上构建土地利用对生

态环境的作用机理。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 LUCC

环境效应研究的主要成果，以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提供参考。 

1.1  LUCC 对大气成分和气候的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建设用地扩张、森林砍伐、湿地

破坏等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使过量的 CO、CO2、CH4、

N2O、SO2等温室或污染气体排放到大气中，改变了大

气化学性质和过程。据 Crutzen 和 Andreae [8]估计，大

气中 60% 的CO来源于土地利用类型和覆被格局的改

变。从 1850 年到 1985 年大气中 CO2增加量的 35% 是

由于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森林退化引起的[9]。根据

Cicerone 等人[10-11]对 CH4来源的研究，LUCC，如农业

的扩张（水稻种植）、城市化过程、森林退化等是 CH4

的直接来源。由于在缺氧和富含硝酸盐和可氧化碳的

土壤中，反硝化作用释放 N2O 的速度很快，所以越来

越频繁的热带地区的农业活动（改变了原有的 LUCC

格局）成为近年来大气中 N2O 含量升高的主要原因[12]。

N2O 在大气中具有较长的滞留时间，并参与大气中的

许多光化学反应，破坏 O3层
[13]。城市化和工业化引起

的化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各种废气是大气中化学烟雾

的主要成分，如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东部化学烟雾浓

度高值区分布在工业集中区，那里的空气能见度和太

阳直接辐射均较低[14]。LUCC 对大气的影响在全球范

围内和长时期内的一般趋势已经有了相对肯定的结

论。然而，数据的缺乏和精确度不高限制了对上述变

化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评估。 

土地覆被通过影响净辐射、显热和潜热比，以及

降雨在土壤水、蒸散和径流中的分配而影响区域气候
[15]。基于人类利用方向的土地利用变化倾向于增加反

射率，导致更多的能量返回到大气中，使对流层温度

增加，大气的稳定性增强，并减少对流雨[16]。这在大

范围森林面积变化影响全球气候方面表现得较为明

显。Christopher[17]的研究结果表明，亚马孙河流域巴

西境内森林向牧场的转变增加了地表反射率和植被盖

度，在小范围内增加温度并降低湿度，影响森林的再

生能力；热带雨林在水分再循环中占有重要位置，森

林开采将大大减少当地降水量并升高气温。模型研究

同时证明，热带地区土地覆被变化主要是通过改变水

平衡来影响气候，大规模热带雨林的消失使得气候变

得更加炎热而干燥[18]。温带和寒带地区的植被变化主

要通过改变地表辐射平衡来影响气候[19]，如森林的减

少因为增大了地表的反射率而导致气候变冷[20]。在人

地关系矛盾最突出的城市地区，几乎所有的气候要素

都发生了变化，如太阳辐射、温度、湿度、能见度、

风速和风向及降雨等[21]。其中，城市热岛效应是土地

利用变化影响区域气候的最典型的例子。城区建筑面

积的增加、建筑密度的增大和绿地面积的减少等，使

得地表蒸发冷却降低而储存的热量增多，从而加热了

城市空气产生热岛效应[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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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UCC 对土壤的影响 

LUCC 影响土壤质量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诱发土

壤侵蚀（水蚀、风蚀）、土壤化学退化（土壤污染、盐

碱化、水浸、酸化等）和物理退化（土壤紧实、干燥

等）等。国际上对 LUCC 土壤退化效应的研究，一般

主要结合土壤性状，分析 LUCC 引起的土壤退化的过

程、机理、发展趋向和速率，以及对土壤质量及其生

产力的影响，并对其进行模拟和预测等。土地利用通

过改变土壤养分循环引起土壤养分的积累或流失，如

Peterjohn 和 Correll[23]对 N、P、C 流失分析发现，自然

植被及其土壤系统的营养循环能力远高于玉米地，N

在林地中的循环远高于耕地，P 也有类似结果。Thomas

等[24]研究发现，持续种植紫花苜蓿、传统耕作方式、

保护性耕作方式和森林 4 种土地利用方式中，径流带

走的有效 N 和有效 P，以及土壤侵蚀带走的全 N 和全

P 均为林地最少。Likens 等[25]分析了美国新罕布什尔

一个未受干扰的流域与另一个森林被砍伐流域的养分

流失情况，发现前者 N 的流失量只有 4 kg/hm2，而后

者则高达 142 kg/hm2。Motelay-Massei 等 [26]对法国

Seine River 盆地土壤中的多氯联苯(PCBs)、多环芳烃

(PAHs)等有毒有机污染物的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表

明，城市土壤中的含量显著高于农业土壤。Martin 和

Wolfgang[27]分析了德国 Bayreuth 市土壤样品中的

PAHs 和 PCBs 发现，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有机

污染物的含量存在很大差别。 

国内的 LUCC 土壤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28-29]，即 LUCC 对土壤性状尤其是土壤肥力性状

的影响；单一土地利用或土地覆被类型下土壤退化的

基本过程、作用机理及调控对策；土壤污染的类型与

效应等。土地利用与土壤侵蚀关系密切，在我国的黄

土高原地区表现最为典型，如在子午岭林区，森林恢

复前土壤垦殖率为 25% ~ 30%，土壤侵蚀模数 8 000 ~ 

10 000 t/(a·km2)，森林恢复后，土壤侵蚀模数只有 122 

t/(a·km2)，仅相当于恢复前的 1.2% ~ 1.5%[30]。傅伯杰

等[31]研究了黄土丘陵区连续 15年的 4种典型土地利用

结构对土壤养分的影响，结果发现，坡耕地-草地-林

地和梯田-草地-林地有较好的土壤养分保持能力和水

土保持效果，是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较好的土地利用

结构类型。在西北干旱区，绿洲开发，特别是只灌不

排或重灌轻排等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导致灌区地

下水位上升，土壤盐渍化严重，已成为影响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32]。对内蒙古达拉特旗高

头窑镇的研究发现，草原和林地的退化是土地沙漠化

的直接原因[33]。在东北绥化黑土区，农田表层0 ~ 30 cm

的土壤含水量差异受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明显，总体

表现为裸地相对较高，其次为休闲地、苜蓿地和玉米

地[34]。在东南部经济发达区，对上海崇明岛不同土地

利用方式下土壤污染的分析发现，工业区土壤重金属

Cu、Cr、Pb 全量最高，而湿地最低，土壤酸性磷酸酶

和脲酶活性差异也较大[35]。在滇东南石漠化山地，耕

地较人工林地、封山育林地和荒地的产流产沙、土壤

侵蚀、固体和液体养分流失等都要严重，因此，退耕

还林和封山育林可促进石漠化山地土壤肥力的改善和

水土保持功能的提高[36]。 

1.3  LUCC 对水资源和水循环的影响 

LUCC 对水资源的影响深刻，主要表现在对水量

和水质两个方面。土地利用特别是农业用水对水资源

的影响突出。目前全球取水量总计约 3 900 km3/a，约

占可再生水资源量的 10%，消耗性水量（不再返还到

流域）估计为 1 800 ~ 2 300 km3/a，其中农业就占到了

约 85%[37]。农业灌溉提水和分流直接影响流域的淡水

供应和空间分配，如黑河中游地区，灌溉农业的扩张

造成了用水量的增加以及水资源在区域间的重新分配
[38]。灌溉农业和城市用地的扩张使用水量迅速增加，

导致河流特别是半干旱区的河流水量锐减，甚至断流、

干涸，如近年来黄河下游断流频繁且断流时间增长，

就与中游地区的过度引水有关。华北平原、环渤海地

区由于农业和工业用水增加，导致地下水超采，形成

了大范围的漏斗，部分地区出现地面下沉，造成沿海

地区的海水入侵。 

不当的土地利用方式往往造成面源污染，导致水

质下降，如土地耕垦产生水土流失，继而引起泥沙、

土壤养分和农用化学品流失到地下水和河流中。在云

南小江流域的研究表明[39]，耕地扩张和大量使用化肥、

农药导致面源污染，造成地下水中的 NH4
+、SO4

2-、

NO3
-、NO2

-、Cl- 离子含量及 pH 值、总硬度、总碱度

明显升高并超标，而林地减少或林地质量的下降，使

土地发生石漠化，地下水中的 Ca2+、HCO3
- 浓度明显

降低；分析发现，地下水各指标的空间变化与土地利

用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出动态一致性。对比研究发现
[40]，林地和草地控制的小流域的地表水水质明显优于

耕地主导的流域，在其他条件相似时，随着小流域内

林地和草地比例的增加，非点源污染降低，而随着耕

地比例的增加，非点源污染有增大的趋势。因此，农

业生产已经成为内陆水域和沿海岸带过剩 N、P 的最

大来源[41-42]，导致水质恶化、氧气耗竭、鱼类死亡、

蓝藻繁盛和水传播疾病流行[43]。城市化使工业废水和

城镇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不断增加，直接排入河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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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的点源污染，并通过流域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多

次相互循环转化进而污染整个水系统。 

LUCC 影响水循环，它改变了地表植被的截留量、

土壤水分的入渗能力和地表蒸发等因素，扰乱地表水

的平衡和降雨在蒸散、地表和地下径流间的分配，进

而影响流域的水文情势和产汇流机制。Bosch 和 

Hewlett[44]对全球 94 个流域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后认

为：林地的清除基本均使径流量增加，而空旷地的造

林一般会使径流总量减少。在巴西的托坎廷斯河流域，

在降雨量并没有较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伴随着农田的

增加，河流的径流量在 1960—1995 年间增加了25% 

[45]。在我国太湖流域，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建设用

地的增加，流域产水量不断增加；且该流域土地利用

方式的变化可改变河流与河流、河流与湖泊及湖荡之

间的水力联系，影响洪水的排泄过程[46]。对四川渔子

溪流域径流量与 LUCC 关系的分析表明，土地利用变

化对降雨-径流关系有重要影响，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

影响程度不一样[47]。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区不透

水面积大量增加，改变了地面径流的时空模式和水量

平衡状况，使水分转化的界面过程发生变化，径流系

数增大，使雨洪过程线更加尖陡，洪峰流量频次增加，

而雨洪不易蓄积，地下水补给减少[48]。 

1.4  LUCC 对森林、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

能的影响 

在过去的 300 年中，以农业用地扩展和木材采伐

为主的人类活动已造成大约 700 ~ 1 100 万 km2的森林

消失。拥有全球 50% 物种栖息地的热带雨林比原有面

积减少了一半；温带森林 1/3 已被砍伐；温带雨林已

成为濒危生态系统；亚洲、西非的红树林受到严重损

害；热带森林大部分被橡胶园和热带作物园取代；老

龄的落叶阔叶林是生物物种最丰富的一个森林类型，

但同样遭到严重破坏，保存较好的呈片断化分散在不

同的山地上[49]。高度人工管理的森林，如北美的木材

林和东南亚的棕榈园取代了许多自然森林，在全球已

达 190 万 km2[50]。采伐、放牧和道路扩建等土地利用

活动，即使没有改变森林面积，但却使森林在生产力、

生物量、垂直结构和种群组成等方面的生态功能下降。

植树造林和森林管护，促进了植被的恢复，如在东亚

的一些国家，植树造林和绿化增加了林地面积[51]；欧

洲 1950 ~ 1990 年间在没有增加林地面积的情况下，通

过配方施 N，泥炭地排水等管理措施使得森林生物量

提高了 40%[52]。这些措施提高了森林大气碳的汇集地

功能，尽管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有可能降

低[53]。 

土地利用是导致湿地面积和生态功能变化的最重

要的因素。Dimitriou 和  Zacharias[54] 对希腊西部

Trichonis 湖周围湿地的研究表明，气候因素对湿地变

化的影响很小，而土地利用变化和水利工程建设的影

响起主导作用。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中部，湿地被

开垦后，湿地中总 N 矿化、硝化速率和 N2O 排放量都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55]。20 世纪以来，土地利用变化特

别是农业开发深刻改变了三江平原的湿地景观及其生

态功能：湿地被大面积开垦为农田，沼泽和草甸的面

积大量减少，加上高强度的农业生产，使得湿地地下

水位持续下降，沼泽和草甸被林地入侵，湿地原有植

被退化严重[56]。在流域尺度，土地利用变化不仅改变

了原有湿地景观格局，也改变了流域在物种运动、物

质和能量方面的交换与联系[57]。闽江河口原生植被芦

苇沼泽转化成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滩涂养殖地、水田、

撂荒地和池塘养殖地）之后，表层沉积物（或土壤）

的有机碳和活性有机碳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58]。 

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首要影响

因素，而且发生土地变化的区域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

出了它的边界。土地变化影响生物多样性主要是通过

栖息地破坏、景观破碎化及森林砍伐区边缘效应等途

径。全球非冰雪覆盖区 50% 的土地已经发生了变化，

而实际上所有土地因为全球环境变化和对流层大气污

染都已受到了影响[59-60]。一些重要的生态系统（如高

草草原，干季落叶的热带森林）已经消失，包括大量

的物种和遗传学上独立的种群[61-62]。没有被人类涉足

的少量土地常常因为周围土地的变化而被分割成斑

块，这些斑块中生物种群的组成和物种机能都将受到

影响[63]。林地的破碎化也使种群的密度、花粉数量和

受粉率降低，影响果实和种子形成发育及种子传播[64]。

Houghton[65]研究认为，农业垦殖区向森林区的延伸改

变了边缘区的生态环境，导致微气候条件变化和外来

物种入侵，最终导致生态边缘区动植物物种的大量减

少。另外，栖息地破碎后产生的边缘效应也降低了植

物传播种子的能力，阻碍幼苗发育[66]。栖息地破碎化

引起繁殖体及其个体匹配物种数量减少，最终使一些

基因变异散失，如森林破碎化对木鼠繁殖过程有影响 

[67]。以农业扩张及其集约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土地利

用是陆地生态系统生物侵入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重要

因素，并直接影响生态系统伴生生物的组成和丰富度，

如集约化农业减少了植物种类，改变了生态系统病虫

害复合体中害虫及其天敌比例的平衡格局，导致土壤

生物种类的减少等[68]。 

土地利用的改变，往往导致土地覆被生态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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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下降，这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松嫩平原的农田开垦，导致草地、水域和湿地大幅减

少，使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69]。巢湖流域由于建设用地的迅速扩张，耕地、林地、

草地和水域的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流域的生态

系统服务总价值下降[70]。利用 Pacth-dynamics 模型和

Markov Chain 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四川渔子溪流域

1986―2018 年建设用地、耕地、草地和疏林地呈增加

趋势，永久冰雪覆盖、有林地、灌木林呈减少趋势，

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趋势不同，但

流域生态服务总价值表现为下降趋势[71]。土地耕垦和

粗放经营严重损害了黄土丘陵沟壑区的生态服务功能 

[72]，但 1999 年实施的以坡地退耕为中心的生态建设工

程，则明显促进了生态恢复，提升了区域的生态服务

价值[73]。在城市，绿地建设改善了环境质量，提升了

生态服务功能，如上海中心城区 20 年来绿地面积和绿

化覆盖率持续增加，使侵蚀控制功能和栖息地功能显

著提高[74]。 

1.5  LUCC 对耕地资源、食物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耕地和牧场已经成为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占到

了陆地表面积的 40%，并仍与森林覆被竞争[75-76]。不

断变化的土地利用活动已在过去的 40 年里使世界粮

食产量翻了一番，年产量达到 20 亿 t [77]。除世界耕地

面积增加了 12% 这个因素外，最主要的是“绿色革命”

和化肥农药的贡献，即高产品种、化学肥料、杀虫剂、

机械化和灌溉的推广使用[78]。在过去的 40 年里，全球

化肥使用量增加了 700%，灌溉面积增加了 70%[37]。

尽管现代农业在提高粮食产量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同

时也产生了广泛的环境问题。如肥料的大量使用导致

许多地方水质恶化[79]。一些依赖灌溉的耕地已经严重

盐碱化，由此丧失的耕地每年约达 150 万 hm2，经济

损失高达 110 亿美元；全球大约 40% 的农用地正经历

着土壤侵蚀、养分流失或过度放牧；自然栖息地的破

坏由于降低了传粉者（特别是蜜蜂）的传粉功能而影

响农业生产[80-81]。在我国，因建设用地扩张和生态建

设等，对耕地占用十分突出，导致耕地特别是优质农

田面积减少、耕地总体质量下降，进而影响我国的粮

食生产和食物保障[82-83]。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

用变化导致的耕地数量与质量下降已成为粮食生产和

粮食安全的重要制约因素。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环境污染达到一定程度，不

仅可以通过直接接触危害人体健康，而且能够通过间

接的饮食途径使污染物在人体内累积而诱发疾病。伊

朗中部伊斯法罕地区 Cd 污染严重，特别是在工业区以

及临近的农地表现更明显，构成了一定的健康风险[84]。

德国奥斯纳布鲁县由于高度集约化的农业和畜牧业生

产使得浅饮水井的水质受到污染，对人畜的健康风险

较高[85]。北京市的农业土壤缺 Zn 较重，可能是导致北

京市儿童缺 Zn 比例较高的原因之一[86]。上海市区绿地

土壤中重金属 Cu、Zn、Pb、Cr 污染较普遍，对市民

健康具有一定的威胁[87]。江苏太湖地区工业用地的扩

展导致周围农田的重金属污染严重，水稻、蔬菜等农

产品中的重金属含量也超出了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局

部范围内点源污染引起的食物安全问题较为严重[88]。

湖南省有色金属矿区蔬菜中 Cd、Pb、As、Cu、Zn、

Cr 含量，大米中 Cd、Pb 和 Zn 含量均明显超过我国食

品卫生标准；蔬菜中 Cd、Pb、As 和大米中 Cd、Pb 对

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较大[89]。 

生境改变、公路和水坝建设、灌溉、牲畜数量的

增加、城市的扩展或聚集，这些因素都会改变疾病的

爆发、传播和流行期[90]。例如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

洲，热带森林面积的减少伴随的是疟疾和其传播媒介

的增加[91]。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干扰也引起了特别的

关注，因为大约 75% 的人类疾病与野生动物或家畜

有关。土地利用与马来西亚的蝙蝠传染尼帕病毒、欧

洲和北美地区的隐孢子虫病，以及一系列全球范围的

疾病都有关系[92-93]。此外，道路的建设增加了丛林狩

猎活动，而人类盲目的狩猎可能是人类中出现 HIV1 

和 HIV2 的一个关键因素[94]。1998 年米奇飓风过后，

非洲中部居住在森林过度砍伐和退化的坡地的居民发

病率和死亡率最高[95]。 

2  LUCC 环境效应研究方法概述 

2.1  大气与气候效应研究方法 

LUCC 对大气成分影响的研究很多，也开发了诸

多的模型，特别是针对碳循环的模型。Emanuel 等[96]

描述了一个分析土地利用对陆地表层碳存储影响的动

力学模型；Potter 和 Klooster[97]对 CASA 过程模型进

行调整，从而把人为活动导致的土地覆盖变化作为了

其中的一个参数；King 等[98]建立了陆地表层生物圈碳

循环模型；Leemans 等[99]使用的 IMAGE2.0 模型是一

个描述 LUCC 与农业生产力和生物量的全球综合模

型；Qi 等[100]建立了模拟土地利用变化和碳动力学的

基于规则的空间模型；Pan 等[101]把 TEM 模型与 LPJ 

模型进行耦合并模拟了  LUCC 对碳循环的影响。

Houghton 和 Hackler[102]建立的“簿记”模型被认为是

探究陆地生态系统各碳库碳从“摇篮”到“坟墓”全

过程行之有效的方法，被国内外众多学者所使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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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0 多年的研究，陆地碳循环模型已经从静态模型

转向动态模型。 

目前关于 LUCC 对气候影响的研究，主要借助全

球或区域气候模式进行数值模拟试验研究。常用的模

型有研究城市热岛效应的 Yamada-Mellor 闭合模型

及其修正模型[103]、研究全球性地表覆被变化对气候影

响的 CCM3-IBIS 复合模型[104]、利用地表景观格局变

化对未来气候进行预测的 DOE-PCM 模型[105]、以及

区域气候模式 RegCM3 等。在国内，国家气候中心建

立了高分辨率的区域气候模式 RegCM2-NCC；学者黄

玫等[106]认为在建立气候-土地覆被预测模型时，将神

经网络与逐步回归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更好；也有

学者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分维/分形分析方法，分析

上海市 LUCC 对空气环境的潜在影响。 

2.2  土壤效应研究方法 

国内外已建立了很多土壤侵蚀模型。应用到 

LUCC 对土壤侵蚀影响中的常见模型，主要有通用土

壤侵蚀模型（USLE）及其修正模型（RUSLE）、基于

侵蚀过程的坡面土壤侵蚀模型（WEPP）等。遥感（RS）

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在 LUCC 与土壤侵

蚀关系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GIS 为不同土地利

用背景下土壤侵蚀空间分布规律研究，和不同土壤侵蚀

背景下土地利用的时空演变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

LUCC 的土壤碳效应研究中常见模型有  CENTURY 

模型[107]、CASA 模型、组分模型等。LUCC 的土壤养

分效应研究多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空间分析法，模型使

用较少。Williams 等[108]应用 CREAMS 模型和 WEPP 

模型研究了植被过滤带对营养元素的迁移和土壤侵蚀

的作用。土壤质量退化的动态评价方法多采用多变量

指标克立格法和土壤质量动力学方法[109]。 

2.3  水环境效应研究方法 

在水环境效应的研究方法上，监测、取样与模拟

试验是获取数据的基本途径。由于 LUCC 对水量、水

质的影响研究起步早、发展快，目前的研究模型已经

十分完备和成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Basta 和 

Bower 已经总结了 14 个 LUCC 对水量、水质影响

的评价模型，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这些模型适用的土地

类型、时空属性、水文特征、水体类型（地表水、地

下水、冰雪融水等）及测定的污染物。如用于城市地

表径流的 STORM、HYDROSCIENCE 和 SWMM 模

型；用于农业土地的 AGRUN、ARM 等模型；而 NPS、

EPARRB 等模型应用范围较广，可应用于城市、农业、

森林、湿地等各种土地覆被类型。后来由丹麦、法国

及英国的水文学者联合研制及改进的 SHE 模型，是

欧洲较著名的分布式水文模型。美国学者 Beven 等[110]

设计的 TOPMODEL 是一个半分布式模型，得到了一

定的应用。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局的 SCS 模型对流

域降雨-径流过程进行模拟，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常用的分布式或半分布式模型还有 

Tank 模型、HEC 模型、IHDM 模型、SWAT 模型等。

在污染物的测定方面，NPS 模型主要测定的是有机

物、BOD、COD，SWMM 模型和 HYDROSCIENCE 模

型，还包含了 N、P、杀虫剂等其他污染物的测定。

LUCC 对水文过程的影响十分复杂、时空差异较大，

计算机水文模拟便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并在国外得

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如 Roland[111]应用 ACRU 模型

模拟了非洲南部几个不同尺度流域不同季节间及同一

季节内的 LUCC 水文效应。近年来出现了 LUCC 水

文效应研究的多种综合方法，如模型耦合法（ the 

linkage modeling approach）[112]、美国地质勘探局开发

的模块化模拟系统（MMS）[113]。 

2.4  综合环境效应评价方法 

在 LUCC 的环境效应评价中，最为常见的评价方

法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法。Costanza 等[114]通过研

究，具体地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ecosystem 

service value，简称 ESV）的框架与计算方法，并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如谢高地等[115]通过对国内 200 多位

生态学学者的问卷调查，得出了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当量因子表，提出了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

积生态服务价值表。此外，比较常用的还有生态质量

指数法、生态弹性度法、层次综合评价法等。2007 年，

Koellner 和  Scholz[116] 建立了使用  LCA 模型对 

LUCC 的环境效应进行评价的标准模式，对其中的参

数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为 LUCC 的环境效应综合评价

增添了更加有效的方法。近年随着土地利用规划环评

的兴起，一些学者提出了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方法与

指标[117-118]。 

3  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LUCC 的环境效应研究已经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但是，由

于 LUCC 环境效应的复杂性与累积性，数据的可获得

性和方法的精确性，以及全球和区域状况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研究，为此，“GLP 

计划”仍将 LUCC 的环境效应列为其研究重点。从目

前的研究现状看，主要的不足与问题概要如下： 

（1）LUCC 对大气、土壤、水等单一要素的效应

研究较多，计算模型也多是针对某一要素或某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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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静态模拟，动态模拟不够。而 LUCC 对自然环境的

综合效应研究很少，对社会经济环境的效应研究几乎

未有涉及。今后应加强综合环境效应的研究，包括自

然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效应；同时注意多学科的融合，

积极吸纳新的理论和方法，构建能把自然要素和社会

经济要素融为一体的综合评价模型。 

（2）监测和实验是获取数据的重要方法，而多数

研究中监测点数十分有限，长时段的连续数据很难获

取，实验过程简单而技术水平较低，模拟结果的可靠

性不高。且在分析过程中更多的是对现象的评述，而

对 LUCC 环境效应的机制、过程和预测等关注不够。

为此，需要加强长期的野外定点监测，增加监测项目，

提高野外模拟实验和室内分析的技术水平，为模拟、

预测及机制和过程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3）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农业土地利用的环境效

应，如热带森林退化区、流域水土流失区、密集型农

耕区等，而对人类活动环境影响最激烈的地方——城

市聚落的研究不多。因此，需要加强城市土地利用变

化特别是城市急剧扩张所带来的综合环境效应研究，

开发适用于城市土地利用环境效应评价的定量方法和

技术手段。 

（4）RS 与 GIS 在 LUCC 环境效应研究中起到

了数据源及海量数据管理的作用。然而，研究中使用

的遥感影像分辨率较低，且同一区域影像的时相难以

一致。GIS 往往只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很少与环境

过程模型联结起来，它们的优越性远没有发挥出来。

需要进一步挖掘 RS 与 GIS 技术在 LUCC 环境效

应研究中的潜力。 

（5）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资

源保护、环境建设和灾害防治等问题成为地理学应用

研究的热点。LUCC 的环境效应研究成果已为相关部

门进行规划和采取措施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但

是，当前的研究可视化和量化的程度不够，无法满足

生态环境建设决策与规划的要求。所以，服务于决策

和管理的应用研究有待深入开展。 

LUCC 的环境问题不仅是地方的、区域的，而且

是全球的；不单是自然领域的，也是社会领域的和经

济领域的。因此，必须加强学科之间、地区和国家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促进人类健

康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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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LUCC) and its environmental effects are a hotspot of research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progresse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LUCC environmental effect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Five aspects of 

LUCC effects were firstly discussed, including on atmosphere, soil, water, forest/biodiversity as well as farmland/human health, and then the 

methodologies and models of assessing the LUCC environmental effects were introduced. Finally, possible problems and future research focus were 

discussed. The research should be enhanced on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LUCC, the effect of urban land use and urban sprawl,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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